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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法治与改革的有效互动 

——以改革开放后武汉法治发展史为视角 

冯玥
1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法治与城市发展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城市是法治建设创新之地,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

引领作用;城市法治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研究武汉市 1976年至 1997年的历史,可

以发现此段时期,武汉市不断探索,突破僵化,创新体制,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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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治与城市发展 

中国的先人们早在 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法治与城市发展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法者,天下之仪也。”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

社会公正、生态良好,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法治充分发挥着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城市,经济、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的集大成者。纵观整个近代史,武汉处于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除了上海,武汉是另一

个在地名面前坦然加上“大”字的城市,“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武汉”之名深入人心。而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尤其是城

市法治)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市是法治建设创新之地,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城市法治为国

家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国家法治的具体内容既来自地方法治实践,又需要通过地方法治实践去

落实。地方法治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法治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的基础和源泉。 

2 改革开放后的武汉法治发展史 

研究大武汉的法治发展史,可以发现,法治犹如血液,流经城市这个躯体的方方面面,融入遍布城市的血脉之中。 

1976年 10月至 1997年 8月,这一时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既有拨乱反正,打破理论禁锢,为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伟大转折,

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又有改革发展,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

人民富起来、国家强起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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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广大干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与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武汉市委市政府带领全

市人民走上了全面拨乱反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武汉是全国地方政府中开展政府法制工作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首批法制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始终与经济

发展同步,与改革开放同行,与社会转型相伴,有效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1982年 10月,武汉市作为国务院确定的

49 个“较大的市”获得了地方立法权。从此,市场监管、外商投资、生态文明建设等有了法制的规范和保障,凸显法制的维护秩

序功能和保障新经济因素功能,有效地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民主等方面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如何依法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即如何依法“治

官”,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依法行政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以初步确立。1987年,中共武汉

市第七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市”的基本市策,武汉市人民政府于 1988年制定依法治市实施方案。《行政诉讼法》和《行政

复议条例》出台后,1996年,武汉市政府法制建设基本目标开始由“以法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从以干预、惩罚为主向指导、

服务为主转变。 

上世纪 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相互串通,大肆进行造谣污蔑、诽谤、挑唆、鼓动等行为,危害着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中部重镇,境外敌对势力对武汉的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加强对敌斗争,反对邪教就显得尤为必要。武汉政

法机关始终把握快侦查、快破、减少危害、获取证据、依法处理的原则,及时破获了一系列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同时,随着我国对

间谍案件,挫败了境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阴谋。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恢复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了正常的经济建设

进程,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1976年至1997年间,武汉市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实现经济与法制的有效互动,地方各级市场主体逐

步完善、逐步健全、逐步有序,与市场主体和经济管理相关的各类法制建设整体推进,在武汉法制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武汉市通过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培育,初步建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扩大企业经济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效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武汉市司法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审理刑事案件。程序上,普遍实行公开审判和陪审、辩护、回避制度,杜绝“私设

公堂”、秘密审判;杜绝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杜绝刑讯逼供等现象和行为。实体上,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法律性质

和特征,慎用或尽量不用类推定罪量刑,做到公平公正。 

3 经验启示:实现法治与改革的有效互动 

本时期的武汉法治发展史,是一部严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历史。从武汉市第六次、第七

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等历次党代表大会可以看出,武汉坚决贯彻党中央、湖北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

站位和政治能力,坚决又稳妥地查清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和纠正大批

冤假错案,平反“七二○”事件,较好地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了各方面建设社会

主义的积极性。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

治局面。可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及时按照立法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国家意志。要

把法治建设同党的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服务。 

本时期的武汉法治发展史,是一部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历史。改革之初,武汉市委就鼓励党员干部敢为人先,冲破老套套,打

破老框框,只要是符合改革精神的就要立即去办,不要什么事都等“红头文件”。改革是敢为人先的“变法”,是敏锐捕捉时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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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气息,把握时代发展脉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历史。从明末清初“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就已繁华热闹但又逐渐

沉寂,再到 1979 年重新恢复自由商贸传统,全国第一个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小商品市场的汉正街;从到尝试开设股票柜台交易

市场,后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交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并成为在深圳上市的第一家异地公司,也是全国首家

商业股的武汉商场股票,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深刻地、明确地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的

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产物的个体私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获得社会的肯定,如今创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从计

划经济年代“投机倒把罪”,又在武汉市委、市政府支持下从事小商品经营,到最先步入汉正街个体户中的万元户、百万元户的

行列成为上世纪 80 年代商界传奇——“盲侠神商”的郑举选;从国有企业濒临破产到由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认真研

究,打破外国人能否担任国有企业的厂长的纷争,率先在改革开放后全国国企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

芯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这既是法治的进步打破了政策上的禁锢,也充分诠释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法治精神。 

本时期的武汉法治发展史,是探索和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让生活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是城市治理

的目的所在。从武汉市人民政府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为“以法行政”,即确定以法律手段为主的社会经济管理和调控模式,到明

确提出“依法治市”的基本市策及制定依法治市实施方案,把我市建设成为民主与法治日益健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

社会安定团结的现代化城市的目标日益清晰,路径逐步完善。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立法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涉及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治安、开发区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等方方面面,对保障和促进武汉

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地方性法规的质量不断提高;立法工作方式不断创新。执法上,公民权利保护开始成为法律

调整的基准,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依法行政”日益凸显,行政执法活动进入一个不断深化的阶段,突出表现在行政权力结构

发生了深刻变化,行政职权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正从以干预、惩罚为主向指导、服务为主转变。司法上,讲事实,重证据,严

格贯彻落实中央法治精神,保障地方法治建设与中央步调一致;讲方法、重严办,精准聚焦地方法治现实,为发展保驾护航;重人

权、勇创新,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审理案件;重根本、勇探索,切实回应国家依法治理的要求。 

本时期的武汉法治发展史,是一部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之间有效互动的历史。国家法治的具体内容既来自地方实践的需要,

又需要通过地方法治的实践去落实。国家在法治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需要用地方法治所形成的经验去解答。因此地方法治

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法制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的基础和源泉。首先,城市是法治建设创新之地,在国家法治建设中

具有引领作用,其次,城市法治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武汉市地处华中腹地,长江流域中心,无论

地理区位、历史地位,还是近现代的经济贡献,都在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本市实际出发,按照法治建设的统筹布局,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中央的要求、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市情紧密地结合起来,统筹兼顾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政治利益诉求,有效回

应依法治市的时代命题。武汉市紧紧围绕发展的实际需要,围绕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经济立法工作,先后制定了《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条例》、《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条例》、《武汉市技术市场管理条例》、《武汉市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等 33件地方性

经济法规,占同期立法总数的 56%,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满足人民的福祉就是我们的追求,如何加强民生改

善,有效加强社会治理是武汉市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武汉市的社会实践也为此提供了丰厚的法治土壤,突出解决就业促进、

法律援助、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安全生产、社会信用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

而更好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总之,一部城市的法治发展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

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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